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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

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

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

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

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

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

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

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一民族浩劫之所以发生和发展并持续十年之久

的根本原因。文革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达到

顶峰，以致“砸烂公检法”，公开在“75宪法”中写

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一原则。

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

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

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我们在克服权力过

度集中现象上取得重要进展，从而促进了民主法

治建设。但是后来观念又有回潮，以致改变党政

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并没有重大进展并从根

本上解决。党、国不分，乃至党先于国、党重于

国、党高于国、党大于国的观念和做法仍未解决，

“党国”、“党国”仍然是人们的口头禅。其制度表

现之一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域仍然实行“两

块牌子、一套人马”，甚至还有漫延趋势。曾有同

志说：过去的人大是“橡皮图章”，现在已变为“木

头图章”，但它应当是“钢印”。这一比喻也不无

道理。尽管，“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已经在

1979 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刑法、刑

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已明令取消，但现今仍

然存在政法委干预具体办案的现象。对某些重

大和疑难案件，政法委召集“三长”（法院院长、检

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交换一下看法还是可

以的，但要在这种会议上硬性做出决定，则是明

显违宪的。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审判权由各级

人民法院行使，不允许在人民法院之上还有某个

机构或个人，对案件最后拍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领导中国

人民高举宪政的大旗，以民主对抗国民党反动政

权的专制，以法治反对它搞党治，以人权反对它

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

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推翻蒋家王朝的最大“法

宝”。在“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下，“党政军一体

化”，权力高度集中，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新

中国成立后，就应还政于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

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

政、党权高于一切，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是根

本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也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想追求。这种观念和

制度设计，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老祖

宗那里，是找不到任何思想踪迹的，列宁就曾指

出，不应将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混为一谈。1942

年，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

说：我们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

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

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观

点：一是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

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二是

不应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

“党员高于一切”；要避免“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

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三

是办事不能“尚简单避复杂”，不能“以为一切问

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

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怎样才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逐步解决

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呢？我有如下几

点想法和建议：

一要解决突出表现党政不分的“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问题。办法是大量合并和精简各级党委下

从党治走向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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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口的职能机构，不能

再事无巨细进行对口“领导”和“管理”。大量合并

与精简后的党的职能机构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协

助党委做好调查研究，制定好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

上来，做好“党要管党”的工作。同时，加强各级各

部门“党组”的工作，充分发挥其“政治、思想”领导

的功能。要改变党的领导除了“政治、思想”领导之

外，还有“组织”领导的错误观念。

二是解决好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要逐步将

权力重心从各级党组织转移到各级人大上来，使之

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通过各级人大

的“党团”、党组织、党员，做好人大的工作，各级党

组织的工作重心应放到提出立法建议和重大问题

决策的建议上来，各级人大不应事无巨细都要向同

级党委汇报。尤其要重视人大自身的建设，包括提

高选举的自由度；提高人民代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实现各级人大常委的专职化；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

的透明度；提高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性，以进一

步发挥其在人大工作中的作用；等等。

三是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司法权威。现在连

“司法独立”四个字都不敢提，是很欠考虑的。我

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的法律文书就早已

写进“司法独立”。“82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起

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剑英委员长在第一次会议

致辞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次宪法的制定，应贯彻

“民主立法”与“司法独立”原则。不能说这也是

在否定党的领导吧？！国际人权文书有几个关于

“司法独立”的专门文书，还有过一个关于“司法

独立”的“北京宣言”。它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

本原则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公认。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有充分尊重它的义务。

而且它被公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非常重

要的一环，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有重大意义。至于

各国在宪法表述上、在制度安排上略有不同，那

是自然的。前面提到的政法委“三长会议”定案

是违宪的，即使只是交换一下意见与看法，刑事

诉讼法中并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妥的。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明确

的。他曾说，“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

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

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

“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

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

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在这里，我还要重复提一下我曾多次提过的

建议，即修改现行宪法的第 126条。该条的规定

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建议将“不受行政机

关”干涉改为“不受任何机关”干涉，或恢复 1954

年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

从法律。”因为“干涉”是个贬义词，行政机关不能

“干涉”，党组织和人大也不能“干涉”。对司法工

作，党要领导，人大要监督，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不仅是宪法的用词和逻

辑需要严谨、严肃的问题，关键还是它内含的理

念是否合理和正确。

现在司法权威不高，“信访”不信“法”，就是

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使涉法涉讼的来信来访案

件已移交政法委处理，也多有不妥。因为它不仅

涉及司法独立的贯彻遵守，还涉及这样是否科

学、合理。一个案件经过公检法按刑诉法、民诉

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严密设计的一系列程序而做

出的终审判决，信访部门仅凭原、被告一方的一

封信和相关材料的审读，就可以对该案的是非对

错表态，显然是不科学、不严肃、不慎重的。如果

把道理说清楚，老百姓是会通情达理的。经过几

年努力，“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某人要上访，县委书记给他下跪”这样的事情就

不会再发生了。

四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这是

我在 2001年 11月 2日《法制日报》发表的一篇文

章的标题。为此，我曾多次呼吁，在本文中又再

次提出，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维护宪法尊

严与权威，解决有人比喻我国宪法是“一只没有

牙齿的老虎”这一重大问题，而且它还同正确的

党政关系这一问题有密切关联。在一次高级别

的专家座谈会上，我曾建议尽快建立宪法监督制

度，会上一位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高级干部争辩

说：“是不是违宪，党说了算”。此言一出，当时令

我哭笑不得。因为，这可能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笑

话。我的意见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一个

“宪法监督委员会”，其性质和地位同现有的 9个

专门委员会相当，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并对

它负责，它做出的有关宪法监督方面的意见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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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作出是否违宪的

决定。必要时由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作出决定。它的职责可以是：对宪法解释提

出意见、建议；对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是否违宪，对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重大政策和决

定是否违宪，提出意见；对中央机关之间的权限

争议，对中央一级领导人的罢免案提出审查意

见；等等。将中央军委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违

宪提出审查意见，也应当列入其职责范围，是理

所当然的。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宪法规定的对全

国人大负责、报告工作并受其监督的一个国家机

构。至于人们最担心的当党中央的红头文件同

宪法或基本法律相抵触时如何处理的问题，那也

好办。我们可以同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宪法法

院或宪法委员会有权做出“政党违宪”的裁决不

同，可以用内部通报方式，交由党中央或全国人

大作出修改宪法、法律或对其作出解释；或由党

中央对新政策作出调整，或对修宪改法提出建

议。这对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和广大

公众开展对党组织的监督大有好处。人们说，我

国尚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监督制度。

这一判断是成立的。有人认为现在的“法规审查

室”已在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甚至认为这就够

了。一个“局级”机构就可以担负起“宪法监督”

的重任和完成其职责，这有损于宪法应有的崇高

尊严和权威。主张用现在“法律委员会”来代行

宪法监督的职能，会混淆宪法与法律的原则界

限，同样有损于宪法应有的权威与尊严。

五是要树立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执政党的

政策的理念和制度。当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发

生抵触和矛盾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 80年代

就曾讨论过。第一种意见认为，应按党的政策

办，理由是法律要相对稳定，它比较容易滞后于

现实生活；党的政策能更快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

化；况且，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灵魂，国家法律

是党的政策的工具。第二种观点认为，哪个正确

就按哪个办。第三种观点是我和一些同志的看

法，即应按国家法律办。理由是，党的政策是党

的主张，国家法律则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

一。从原则上讲，不是这个党的党员，就不受这

个党的党纲和党章的约束，党的政策对非党人士

无直接约束力，它只能通过宣传与示范吸引人们

自愿接受。国家法律的灵魂不是党的政策，国家

法律与党的政策的灵魂都应当是人民的利益，社

会的进步、事物的规律和时代的精神。国家法律

更不应该是党的政策的工具，两者都应当是国家

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第二种意见当然也不可

取，因为那样就会乱套，不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

尊严。已故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王桂五

同志的观点倒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是群众，

你就按国家法律办；如果你是党员，你就赶紧请

示党组织，它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提出的

后面那种做法，我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就是党组织和有关人大要赶快对此类问题

研究解决。现在有立法权的人大开会也不难，重

大问题在两个月之间召开临时会议也是能够做

到的。这里的关键还是在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

组织的关系上，应有符合现代民主法治普遍价值

的正确理念。■
（作者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广州大学人

权研究与教育基地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

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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